
第 21 卷　 第 6 期

2014 年 12 月

浙 江 传 媒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s

Vol． 21　 No． 6
December　 2014

论茅盾 《楚辞》 研究的神话学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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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茅盾从比较神话学角度, 认为 《楚辞》 的来源是中国中部民族的神话。 《楚辞》 中某些篇章

如 《九歌》、 《天问》、 《招魂》 等在文学类型上就是神话, 与屈原的人生情感经历无关。 在中西神话比较

的基础上, 通过对 《楚辞》 中具体神话的阐释, 茅盾简单勾勒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中国神话世界。 茅盾对

《楚辞》 做出神话学的阐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虽然在阐释 《楚辞》 主旨的时候, 过于强调神话材料的重

要性而忽视了作者的主体性改造, 但总体来说是一次重要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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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小说家、 评论家的茅盾, 因其 “还想做一点自己兴味所在的事”,[1] 自 1925 年起, 开始研究

中国神话。 同年, 他着手对 《楚辞》 进行选注工作, 对这本重要典籍作了较为深入的阐释。 茅盾研究

《楚辞》, 着重探寻其与中国神话的关系, 并撰写了文章 《楚辞与中国神话》, 对 《楚辞》 中各篇的性

质、 主旨, 有了新的解释。 这对近现代的 《楚辞》 研究和神话研究来说无疑是很大的贡献。 不过, 茅

盾的许多解释, 偏于神话学的角度, 较少考虑到作者的主体性, 用他自己的话说, “处处用人类学派的

神话解释法以权衡中国古籍里的神话材料”。[2] 从这个意义上说, 茅盾的 《楚辞》 研究, 也难免是 “一

家之言”, 某些观点在今天看来已显偏颇。 笔者根据其论述, 结合历代楚辞研究的状况和成果, 探讨茅

盾 《楚辞》 研究中神话学阐释的得与失。

一、 茅盾谈 《楚辞》 的渊源

《楚辞》 源自哪里? 自六朝以来, 这一问题论者似隐有共识。 在大多数学者看来, 《离骚》 对 《诗

经》 有所继承是毋庸置疑的。 汉代刘安 《离骚传》 说: “国风好色而不淫, 小雅怨诽而不乱, 若离骚者

可谓兼之矣”, 第一个探讨了两者之间的联系, 刘勰 《文心雕龙·辨骚》 也强调了 《离骚》 从题旨到

创作手法上对 《诗经》 的继承: “故其陈尧舜之耿介, 称汤武之祗敬, 典诰之体也; 讥桀纣之猖披, 伤

羿浇之颠陨, 规讽之旨也; 虬龙以喻君子, 云霓以譬谗邪, 比兴之义也; 每一顾而掩涕, 叹君门之九

重, 忠怨之辞也: 观兹四事, 同于 《风》 《雅》 者也”, 至宋代, 朱熹 《楚辞集注》 发展了这种说法,

认为 “风、 雅、 颂、 赋、 比、 兴” 出于周礼, “盖古今声诗, 条理无出此者”, “楚人之词亦以是”。 清

代蒋骥 《楚辞余论》 更明确地说: “ 《骚》 者, 《诗》 之变。”

茅盾先生对 《楚辞》 的来源有和前人不一样的意见, 其态度非常鲜明直接: “我们应承认, 当周秦

之交, 中国北部人民的思想习惯还是和南中国人民的思想和习惯, 迥不相同。 在学术方面, 既已把北

中国与南中国的不同面目充分的表现出来, 在文学方面当亦若是。 故以 《诗经》 代表中国古代的北方

文学, 以 《楚辞》 代表中国古代的南方文学, 不是没有理由的。 但因历来文人都中了 ‘尊孔’ 的毒,

以 《诗经》 乃孔子所删定, 特别的看重它, 认为文学的始祖, 硬派一切时代较后的文学作品都是 ‘出

于诗’, 所以把源流个别的 《楚辞》 也算是受了 《诗经》 的影响。 ……把 《楚辞》 和 《诗经》 混牵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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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 仅以时代先后断定他们的 ‘血统关系’, 结果必然抹杀了 《楚辞》 的真面目。” [2](159)

受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泰勒的影响, 茅盾从西方各民族的文学与神话传说之间的渊源关系上,

得出结论: “一民族的神话即成为一民族的文学的源泉”, 又看到现今所保存的 “包含神话材料最丰富

的古籍, 都是南方人的著作”, 因此对 《楚辞》 的源头做出了自己的判断: “我们承认 《楚辞》 不是凭

空生出来的, 自有它的来源; 但是其来源却非北方文学的 《诗经》, 而是中国的神话。” 因此, 茅盾一

再强调 《楚辞》 对于中国神话研究的重要性, 甚至认为它是最重要的一部典籍, “其中屈原作之 《离

骚》 与 《天问》 包含许多神话材料, 恐怕 《淮南子》、 《列子》 等书内的神话材料有些是原自 《楚

辞》 ”, 不仅如此, “中国民族在原始时代对于死后的见解, 关于幽冥世界的神话, 只有 《招魂》 里还

保存了一二。” [2](148)

从 《楚辞》 起源于神话的观点出发, 茅盾不满意宋代黄伯思对 《楚辞》 做出的 “书楚语, 作楚声,

纪楚地, 名楚物” 的 “幼稚” 定义, 作出了新的阐释: “ 《楚辞》 是南方的 ‘文人的纯文学作品’ (北

方的 《诗经》 大部是民众的纯文学作品), 应用民间流传的神话传说, 以抒情咏怀 (故虽为文人的文学

作品, 而能直诉于民众的情绪, 激起深切的共鸣), 美丽、 缠绵、 梦幻, 是它的特色。” [2](160)

茅盾对 《诗经》、 《楚辞》 地域文化属性的判断在当时学界看来也是非常大胆的。 更早一些, 刘师

培先生即认为, 《诗经》 中的诗有北有南。 “北方之诗谓之 《雅》, 《雅》 者北方之音也。 南方之诗谓之

《南》, 《南》 者南方之音也。” 但他也谈到, 虽然 “屈平之文, 音涉哀思, 矢耿介, 慕灵修, 芳草美

人, 托词喻物, 志洁行芳, 符于二 《南》 之比兴”, 但 “观 《离骚经》 《九章》 诸篇皆以虚词喻实义,

与二 《雅》 殊”,[3] 因此, 《楚辞》 实为南方之文的代表。 刘师培先生的研究虽从地理方言、 文化背景

和的角度分析了 《诗经》、 《楚辞》 两者的差异, 但其观点依然非常传统, 他多次强调 《楚辞》 “上承

风诗之体”,[3](207) “上承风雅之遗”。[3](226) 王国维先生倒是在 《屈子文学之精神》 中说 “ 《诗》 三百篇

大抵表北方学派之思想者也”, 也从古印度和希腊的神话谈到中国早期南方文学中所表现的伟大而丰富

的想象力, 但最终还是认为 “屈子文学” 是 “北方人之感情与南方人想象合而为一”。[4]

和他们相比, 茅盾先生从神话学的角度来判定二者的地域文化属性并由此判定 《楚辞》 的来源,

其结论虽不免显得有些绝对, 但对于研究 《楚辞》 的特质、 丰富 《楚辞》 的来源考察有其独特的价值。

茅盾的这一番结论发表在 1928 年的 《文学周报》 第六卷第八期。 或许是受到同年出版的胡适的

《白话文学史》 的影响, 在 1929 年出版的 《中国神话研究 ABC》 当中, 茅盾对他的观点作了一些补充。

胡适先生早在 1926 年武昌大学演讲时就说: “近来一般学者的主张, 《诗经》 里面是有 《楚风》 的, 不

过没有把它叫做 《楚风》, 叫它做 《周南》、 《召南》 罢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 《周南》、 《召南》 就是

《诗经》 里面的 《楚风》。” [5] 后来, 在 《白话文学史》 中又说 “后来中国文化的疆域渐渐扩大了, 南

方民族的文学渐渐变成了中国文学的一部分。 试把 《周南》、 《召南》 的诗和 《楚辞》 比较, 我们便可

以看出汝、 汉之间的文学和湘、 沅之间的文学大不相同, 便可以看出疆域越往南, 文学越带有神话分

子与想像的能力。” [6] 茅盾从 “胡先生的议论中再提出一点作为研究的端绪”, 对 《楚辞》 的来源做了

一点修改和补充: “若就秦汉之间的时代而言, 《楚辞》 确可以算是南方民族的文学, 因而 《楚辞》 内

的神话也可以称为 ‘南方民族’ 的神话。 然而若就现有的中国神话的全体而观, 则 《楚辞》 内的神话

只能算是 ‘中部民族’ 或沅湘文化的产物; 因为后来有 ‘更南方’ 的民族的神话也变成了中国文学或

神话的一部分了。” [2](13)

《楚辞》 由 “南方文化的产物” 缩小为 “沅湘文化的产物”, 这一结论正是茅盾由神话学的角度所

得出的, 充分体现了他对 《楚辞》 渊源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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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茅盾谈 《楚辞》 的内容

自东汉王逸以来, 世人对 《楚辞》 中各篇的作者一直争论不绝。 茅盾从 《楚辞》 来源于神话的基

本观点出发, 对其中重要篇目的真伪作出了自己的判断。

首先, 是 《九歌》 的作者问题。 据茅盾介绍, 胡适先生曾在 《读 〈楚辞〉 》 中认为, 《九歌》 是

当时湘江民族的宗教舞歌, 而在当时赞成此说者甚多, 证据是 《离骚》 中出现过 “启 《九辨》 与 《九

歌》 兮”、 “奏 《九歌》 而舞 《韶》 兮” 的句子。 茅盾一方面肯定了这种说法, 另一方面也认为屈原应

该曾对此加以修改而使之成形, “因为先民神话之传至现代者, 大抵经过这个阶段的”。[2](162)

其次, 茅盾讨论了 《天问》 的创作问题。 王逸在 《楚辞章句》 中说: “ 《天问》 者, 屈原之所作

也。 何不言问天? 天尊不可问, 故曰天问也。 屈原放逐, 忧心愁悴, 彷徨山泽。 经历陵陆, 嗟号旻昊,

仰天叹息, 见楚有先王之庙及公卿祠堂, 图画天地山川, 神灵琦玮谲诡, 及古贤圣怪物行事, 周流罢

倦, 休息其下, 仰见图画, 因书其壁, 呵而问之。 以渫愤懑, 舒泻愁思, 楚人哀惜屈原, 因共论述, 故

其文义不次序云尔。” 也就是说, 《天问》 篇是楚人根据屈原书壁的杂句所作的汇编。 对于王逸的阐释,

茅盾作了部分肯定: 第一, 《天问》 的作者应是屈原, 判断的依据却并非王夫之所言 “统一篇而系之以

‘曰’, 则原所自撰成章可知”, 而是 “因为包含如此多的神话材料, 似乎非他不办”; 第二, 屈原见先

王之庙及公卿祠堂的壁画而有所感怀, 也在情理之中。 因为, 根据神话学的基本原理, “当神话尚在民

众间流行之时, 先王之庙, 以及公卿祠堂的墙壁上, 绘些神话与传说的故事画, 原自平常之至”, 而

“屈原对于神话和传说, 本有甚丰富的知识, 而平日对于神话传说中之荒诞不合理的部分, 亦早怀疑”。

但是, 茅盾对屈原书壁的行为设想表示怀疑, 因为在当时的楚国, 用工具在墙上书写并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 因此, 王逸所说的后人裒辑应是穿凿之想。

对于神话材料非常丰富的 《招魂》 与 《大招》 两篇, 茅盾的判断较为独特。 《招魂》 一篇, 王逸

定为宋玉所作, 清代林云铭以为乃屈原自招, 蒋骥赞成后说, 并举 《招魂》 乱辞中地名加以考据作为

参证。 至于 《大招》 篇, 王逸未作定论, 朱熹决为景差所作, 林云铭断为屈原所作, 近代郭沫若、 游

国恩等先生大致否定了这一说法。 对于这两篇与楚国招魂风俗密切相关的长诗, 茅盾建议根据原始社

会的 “招魂遗制” 加以判断。 他认为, 原始社会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招魂辞和招魂仪式, 人死后以巫招

魂, 巫在招魂之时, 会按照惯例将固定的招魂辞诵读一遍。 《招魂》 一篇中 “自乃下招曰……” 起至

“乱曰” 止, 大概就是当时流行的套词。 屈原只不过是依照惯例加以修改成篇 (茅盾在 1924 年完成的

《中国神话研究》 中称 《招魂》 篇的作者是宋玉, 后来观点发生改变)。 至于 《大招》 篇, 因其在内容

与形式上与 《招魂》 近似, 茅盾认为这应是当时招魂巫词的 “写定本”。 因 “大” 即为 “广”, 后人看

见屈原有 《招魂》 之诗, 因此命之为 “大招”, 乃 “广” 《招魂》 之意。 茅盾的这一番猜测也许接近了

历史的真相。 现代的民俗学者也认为, 楚国有一套完整的招魂辞和招魂仪式。 只不过, 其中 《招魂》

为招一死者之魂, 即为宗族室家招抚死者之魂。 《大招》 为全民性的招生魂, 即在春褉时为所有生者招

魂续魄的一套语辞。[7] 茅盾的猜想与现代学者的研究在某些地方也有相通之处。

应该说, 茅盾虽不是文献考据的专家, 但从神话的角度对 《楚辞》 作者的猜想还是有一定说服力

的。 不过, 也正如茅盾自己所说, 他过于强调神话的因素, 处处以人类学的观点去衡量那些神话材料,

也使得他对某些诗歌主旨的阐释出现了明显的偏颇。 譬如对 《九歌》 主旨的阐释。

《九歌》 共 11 篇, 从形式上来讲是一组祭祀歌谣, 每篇祭一神, 分别为 “东皇太一”、 “东君”、

“云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河伯”、 “山鬼”, 《国殇》 祭的是人鬼。 最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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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 《礼魂》, 为送神曲。 闻一多先生认为, 《九歌》 中被迎送的神只有东皇太一, 其余 9 位神、 鬼皆

是设享, 是为了取悦东皇太一的, 因此这 9 首诗歌为娱神曲。 “九歌” 之名即得于此。[8] 《九歌》 的主

旨是什么? 王逸 《楚辞章句》 说: “上陈事神之敬, 下以见己之冤结, 托之以风谏。” 蒋骥 《楚辞余论

·卷上》 说: “ 《九歌》 讬意君臣, 在隐跃即离之际。” 虽然自古以来, 各家说法不一, 但论者普遍认

为在祀神的背后, 《九歌》 中饱含着屈原的忧思情怀。

茅盾非常反对这种观点, 认为 《九歌》 “是当时民间的祀神歌而经屈原修饰改作的”, 其内容就是

古中国的神话, “叙述神之行事, 所以也就是神话” [2](14) , “其中涵义, 皆属神话, 无关于君臣讽谏或

自诉冤结”。[2](162) 他说: “ 《九歌》 本是祭神之歌, 所咏者有神的行事, 亦杂以祭者期望恐惧的心理。

《湘君》 的首段便是表白此种心理; 惧神不降, 故云 ‘君不行兮夷犹, 蹇谁留兮中洲’。 第二段是叙述

湘水神的故事, 假为湘君自己的口吻。 第三段同, 然已言湘君不再期待其所待者, 将降至人间了。 这

里所述湘君的故事也只有恋爱; 大概这也是当时很流行的神话。” [2](81)

又说: “我们推想起来, 中部的神话一定有许多恋爱的故事, 屈原所引用的, 如 《离骚》 中的宓妃

和有娀佚女, 都属于此类; 可惜后人都解作思君的寓言, 从王逸起就把当时的神话材料全都抛弃不引

以为解释, 到现在就成了似通不可通的文章。” [2](82)

他还认为, 《九歌》 中的 《河伯》 一篇算是现存最好的河伯神话。 茅盾认为这个出现在南中国神话

《九歌》 中的北方神话人物就是黄河之神, 这一篇神话就是讲河伯恋爱的故事, 而后人所传的 “河伯娶

妇” 的故事就是从此演化的。 他在解释 《少司命》 中少司命这一形象时, 认为少司命似是一位女神,

因为 《少司命》 全篇是很好的恋歌, 其中有 “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这样缠绵悱恻的句

子, 进而判断她的职能与巴比伦神话中爱神类似, 掌管的是 “恋爱的命运”。 至于 《国殇》, 茅盾把它

和北欧神话联系起来, 认为北欧神话中战死的勇士会被接引上天, 认为中国神话中的战死的勇士也会

“神以灵”。

茅盾拒绝把 《九歌》 的内容同 《离骚》 的主旨勾连起来, 当然有其道理, 但也很片面。 的确, 《楚

辞》 中 《九歌》 的主要形式和作用就是祀神, 其神话材料也极其丰富。 但这只是表象而已。 《九歌》 来

源于原始神话, 这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屈原的 《九歌》 并不等同于原始神话, 这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

差异。 事实上, 屈原对于原始神话传统所持的其实是一种怀疑乃至于否定的态度。 茅盾自己也认为,

《天问》 是 “对于神话传说中不合理质素之感想”, 文章从开头一直到最后, 屈原就天体、 天象、 天德、

天道、 天命相关的大量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发出疑问, 对人事、 自然、 历史中一切不可理解的现象进

行探究。 这种探究不仅附带着诗人的情感和爱憎, 还有一种非常清醒的理性精神。 《天问》 一共提问一

百七十多个, 充分体现了屈原对于原始神话的怀疑和否定。 拥有这样一种态度的屈原, 如果说在创作

《九歌》 的时候, 仅仅去还原、 表现原始神话中神的恋爱故事, 或者把 《九歌》 当成新祭歌来改写的

话, 似乎不太符合逻辑。

本文非常赞同常森先生的观点: “由于屈原洞彻了神灵的虚无性, 原始神话传统中的众神再也不能

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来作用于屈原。 屈原诗歌中的神跟原始神话传统中的神根本不同, 他们不具有实

存性, 不具有规范此岸世俗生活的力量; 他们只是因为 ‘形式上’ 独具魅力, 被转换成了主体在艺术

想像中随意驱遣的东西, 被纳入了主体的艺术建构。” [9] 在 《九歌》 中, 湘君、 湘夫人、 少司命、 河

伯、 山鬼们的恋爱情节, 其结局无一不是悲剧性的。 诗歌中所描写的会合无缘、 彷徨怅惘的悲伤情绪

以及为了爱情执著追求又追求不得的怀疑态度, 本身有着极高的美感。 这些神们的恋爱故事, 显然是

屈原对神话题材的艺术性再造, 透着屈原对人生的真切体验, 尤其是 《国殇》 一篇, 以死亡的主题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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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屈原对于前路失败、 追求无望后的人生选择, 和 《离骚》 篇的主旨应该说是相通的。

茅盾对 《九歌》 主旨的理解过于看重神话元素的意义, 在凸显文化符号的作用时, 掩盖了诗歌的

艺术本质, 因而显得片面、 偏颇。

三、 茅盾对 《楚辞》 中神话世界的勾勒

尽管茅盾对 《楚辞》 中某些篇章的艺术本质和情感内涵有所忽视, 但不能否认的是, 他立足于神

话学角度对 《楚辞》 中丰富的神话元素进行了整理, 并仿照西方神话的体系勾勒了一幅中国的神话世

界。 在这一世界中, 日月星辰山川风雷等自然现象均有相对应的神话形象。 如太阳神东君或羲和, 月

神望舒, 风伯飞廉, 云中君丰隆, 雨师屏翳。 黄河神河伯, 洛水神宓妃, 湘水神湘君与湘夫人, 林泉

女神山鬼, 疫神伯强, 幽冥守门人土伯等等。 众神居住在昆仑山上的 “瑶之圃”, 这是一个类似希腊奥

林匹斯山一样的众神住处。

或许是受欧洲人类学派神话学以及比较神话学的影响, 茅盾在确定神祇身份的时候非常注意将中

外神话中的人物予以匹配归类, 在比较中来探求神话的本来面目, 而不像同时期的其他学者那样或寻

绎文意, 或说文解字, 或考据求证。 如对 《楚辞》 中山鬼身份的判断。 “山鬼” 一词在先秦其他典籍文

献中未见, 因此对其身份的猜测历来众说纷纭。 清人顾成天的 《九歌解》 主张山鬼是 “巫山神女”, 认

为 “楚襄王游云梦, 梦一妇人, 名曰瑶姬。 曰: 我夏帝之季女也, 封于巫山之阳台, 精魄为芝, 娟而

服焉, 则与梦期。 通篇辞意似指此意。” 近代郭沫若先生根据 “采三秀兮于山间” 之 “于” 字古音读

“巫” 推断于山即巫山, 因为凡 《楚辞》 “兮” 字均有 “于” 字作用, 如于山非巫山, 则 “于” 字为累

赘, 所以山鬼即巫山神女。 尽管当代不少学者以为 “于” 字可能是衍字, 但山鬼为巫山女神或楚女神

的观点也基本被认同。 茅盾的研究却是从希腊神话中去寻找联想的灵感, 他首先否定了王逸的注解

“ 《庄子》 曰, 山有夔; 《淮南》 曰, 山出嘄阳。 楚人所祀, 岂此类乎?” 认为山鬼绝对不是邪恶的怪

兽, 而是 “多么窈窕妩媚” 的女神, 又根据她的居住环境, 认为 “大概相当于希腊神话中的 Nymphe

(义为 ‘新妇’ ), 是山林水泉的女神”。 因为在希腊神话中, 她们有许多恋爱故事, 因此我们的山鬼

“也是不免于恋爱的”。

同样, 在 “大司命” 和 “少司命” 身份和职能的判定上, 茅盾也采用了比较神话学的方法。 他认

为, 在希腊神话中, 运命神是姊妹三个, 分别司织、 搓揉和剪断生命之线, 专管人们的命运。 在北欧

的运命神也是姊妹三个, 代表了过去、 现在和未来, 职能是织造运命之树, 灌溉生命之树。 那么, 中

国神话中, 是否也有类似的神职呢?

“在中国神话里, 没有那样完整的运命神的故事, 但 《楚辞》 的 《九歌》 中 《大司命》、 《少司命》

二篇是尚存的一鳞一爪。 ……据五臣注, ‘司命, 星名, 主知生死, 辅天行化, 诛恶护善也。’ 这就是

运命之神。 我们只看上面所引, 便可知大司命出来时令飘风先驱, 使冻雨洒尘, 排场十分阔绰。 再看

‘何寿夭兮在予, 乘清气兮御阴阳’ 等句, 又可知其威权之大。 据总体看来, 大司命大概不是女神。 大

司命所有的 ‘生死寿夭’ 的威权, 少司命都没有。 然则少司命所司的是什么 ‘命’ 呢? 依我看来, 大

概是恋爱的命运。 《少司命》 全篇是很好的恋歌; 从 ‘满堂兮美人, 忽独与余兮目成。 ……悲莫悲兮生

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 等缠绵悱恻的句子而观, 少司命似是司恋爱之神。 爱神也可以算作运命之神,

譬如巴比伦神话中的爱神就兼有了运命神的性质。 又从 ‘孔盖兮翠旍’, 少司命又似是女神。 《九歌》

是中部民族的神话, 应该有一个恋爱女神。” [2](15-16)

希腊神话人物中, 除了自然神, 还有所谓 “半神”, 即英雄的形象。 茅盾认为, 《楚辞·天问》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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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记录的羿、 禹、 启也都是这样的半神, 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人物。 “羿是洪水以前天地大变动时代 (相

当于希腊神话所谓铁时代) 的半神的英雄, 禹则是洪水时代的半神的英雄; 希腊神话言雕揆力温为洪

水以后仅存之一人, 是传第二代人类, 中国历史则谓禹始传子启, 而成世袭帝皇之局面, 在这一点上,

我们也不妨想象中国神话原来亦说禹传第二代人类, 可是后世历史家改窜神话, 却以为是始成传子的

一姓政治了。 依此类推, 我们又不妨假定史所记禹以前的帝皇都是神话之神, 而禹为民族英雄之第一

人; 民族英雄大概是半神的超人, 也不是真正的历史的人。” [2](106) 茅盾的这种猜测极富有建设性且让

人振奋。

在希腊神话里, 幽冥世界是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然而中国的古典神话中, 真正的原始的关于幽冥

世界的神话几乎没有了。 茅盾经过考察, 认为现存古籍中除了 《楚辞》 中的几句之外, 几乎没有什么

关于幽冥世界的材料。 《楚辞》 中所描绘的阴间阴惨可畏, 有极其可怕的幽都守门人土伯。 在茅盾看

来, 如此可怖的描写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言, 是因为要招魂返乡、 凸显故乡的可爱和温暖而故意写成,

而是因为在中国本有的神话中幽冥的世界就是凄惨可怖、 毫无欢乐的。

总体而言, 茅盾通过对 《楚辞》 中的 《九歌》、 《天问》、 《招魂》、 《离骚》 等篇神话因素的考察,

按西方尤其是希腊神话的体系, 初步勾勒了一个原始的中国的神话世界。 此间, 他也注意到了 《楚辞》

中各篇章对于某些神灵的不同称呼和差异描写。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日神的描述。 《九歌·东君》 中

描绘了太阳神东君的神采: “驾龙辀兮乘雷, 载云旗兮委蛇……青云衣兮白霓裳, 举长矢兮射天狼。”

《离骚》 中又有 “吾令羲和弭节兮”, 王逸注释曰: “羲和, 日御也。” 当时钟敬文先生怀疑 “羲和为神

话上的称呼, 而东君乃祭祀上的名号”。 茅盾则以为: “驰六螭的羲和, 与举长矢射天狼的东君, 似乎

身分上相差很多, 倘如羲和与东君同属一神, 则屈原的描写不应自相径庭至于如此”, 因为 《九歌》 本

是楚国民间祀神之歌, 因此他判断 “羲和神话和东君神话原来不是同一地域的神话”, 东君是楚民族的

太阳神话, 而 《离骚》 和 《天问》 中的神话材料并非纯粹楚民族的, 故羲和当为北方民族的太阳神

话。[2](167) 又如对 “羿” 的不同描写, 《离骚》 中有 “羿淫游以佚畋兮, 又好射夫封狐”, 《天问》 中又

有 “帝降夷羿, 革孽夏民; 胡射夫河伯而妻彼雒嫔” 的追问, 对于从屈原开始就产生的疑问, 茅盾做

出了非常精彩的解释: “中国古籍中, 有两个羿, 一个是人性的羿, 一个是神性的羿。” 被天帝派下来

帮助万民的那个羿是神性的羿, 是像 “希腊神话中建立十二大功的海勾力士那样的半神的英雄”, 而后

世史家将神话的羿历史化, 变成了那个荒淫游戏亡国的羿了。

茅盾通过比较神话学方法所得出的 “这些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 虽然多少有一些武断, 但在他之

前, 没有人做过这方面的比较研究, “没有多少先例成说可以依循, 所以可以说处处闪现着独创见解。

足以使中国的神话学超出单纯的译介引进层面, 而进入创辟专门领域和独立学科的阶段”,[10] 其意义

重大。

四、 结 　 　 语

上个世纪 20 年代, 中国的神话学研究尚在起源阶段, 受到英国人类学派神话学家泰勒的影响, 茅

盾开始对中国神话进行研究。 他认真考察了大量记载中华民族原始信仰和生活状况的古籍, 尤其是保

留神话材料最多的 《楚辞》, 从西方神话学的角度对 《楚辞》 的来源、 特质、 作者以及内容作了多方面

的阐释。 作为文学家的茅盾, 看到了 《楚辞》 的艺术特质, 一再强调 《楚辞》 的作者们把 “唯美的和

解释的神话都应用在作品内, 使作品美丽而有梦幻的色彩”;[2](147) “ 《离骚》 和 《九歌》 保存了最有风

趣的神话”,[2](21) 明确把富有想象力的中部民族的神话看成是 《楚辞》 的最早的源泉, 并试图通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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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神话的研究还原这种富有想象力的神话世界。 茅盾通过研究进一步认为, 《楚辞》 不仅使得早已衰歇

的神话传说得以保存, 而且间接使得后世的中国文人从屈原、 宋玉等诗人那里掌握了改造、 应用民间

神话传说的方法。 茅盾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 “楚辞也可算是中国的 《伊利亚特》 和 《奥德赛》

了” 。[2](165)

不过, 茅盾对 《楚辞》 的阐释并没有坚持从文学家的眼光来深入屈原的心灵和考察屈原作为神话

保存者、 改造者以及创作者的复杂心理。 事实上, 正如当代研究者所说, “屈原跟原始神话传统的关

系, 是决定其艺术精神的根本要素; 能否正确把握这一关系, 决定着能否正确把握屈原诗歌在内容和

形式两个方面的实质”。[9](195) 茅盾把屈原、 宋玉等人的身份较为简单地定位成神话的保存者和改造者,

并没有充分认识到作家主体性在应用原始神话传统形式和内容时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因此, 在阐释

《楚辞》 某些重要篇章如 《九歌》、 《天问》、 《招魂》 的思想内涵时, 不可避免地低估了作品透过神话

形式所展现的作家的现实经历和世俗情怀。

当然, 总体来说, 作为中国近代最早的神话研究者之一, 茅盾对 《楚辞》 的神话学阐释以新知辟

新路, 虽难免有待商榷探讨之处, 但依然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意义。 借用当代民族学、 神话学研究者

叶舒宪对茅盾神话研究工作所作的评价, “毕竟是融化新知以求重新阐发中国古典文学的开创性尝试,

预示着 20 世纪以来人文研究推陈出新的历史变革方向”。[10](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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